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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英国和美国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传统全球

治理模式，因其未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终究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

的公共品。 随着世界经济及其贡献者的多极化，不仅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格局不再是不

可或缺，而且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 因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关于公共品

供给真空或治理主导权交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

提升，也必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

话语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寻求霸主国家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品供给

者的主导地位。 从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出发，中国愿意

与世界各国分享其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责任和能力提出关于全球减

贫的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破解被称作伊斯特利悲剧的反贫困难题贡献智

慧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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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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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著名的国际发展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并没有设下与发展有关的陷阱，威廉·伊斯特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也没有制造任何发

展悲剧。 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重
提的一个概念，指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

必要的全球公共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这样一种局面。① 金德尔伯格最

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

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灾难的十年”。② 罗伯特·吉尔

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也赞成这个论断，但是更强调从政治角度或霸主国家利益角度认识

问题。③ 奈针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修昔底德陷阱”焦虑，用金

德尔伯格陷阱来说明，同样需要担忧的是一个无力或不愿意提供充分全球公共品的新

兴大国中国。
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包括奈本人在内的西方智库学者，说出来的和未予言明的

观点有两个。 其一是希望把崛起的中国排斥在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选项之外。
无论是从偏见出发还是从立场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将改变现存的游戏规则，
把全球治理引向与原霸主国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方向。 一般来说，国际政治学者更倾向

于持有这样的观点。 其二是担心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问题上成为一个纯粹的免费

搭车者。 他们认为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获益者，担当的责任（无论是以货币衡

量还是以其他方面的利益牺牲衡量）与获益程度却极不对称，造成全球公共品供给不

足的局面。 一般来说，经济学者易于成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提示要创新处理大国关系一样，金德尔

伯格陷阱也具有参考价值。 然而，这个概念除去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解释与众说纷纭

的经济学假说不尽一致之外，尚有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充满传统偏见的缺陷。④ 首

先，如何界定全球公共品。 国家在一国之内提供的公共品，显然与没有全球政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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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Ｊｒ．，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ｒａ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ｒｇ ／ ，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查尔斯·Ｐ．金德尔伯格著，宋承先等译：《１９２９—１９３９ 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金德尔伯格对于 １９２９ 年大萧条的解释，只是经济学界众多假说中的一种。 虽然我们不应该以是否主流

观点判断其正确与否，然而，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概念（金德尔伯格陷阱）建立在该假说的正确性上面，基
础是十分不牢靠的。



下的全球公共品不能相提并论。 无论是被称为霸权国家还是被称为“稳定者”，既然

只能是唯一的，并且是利益驱动的，终究不能反映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及其诉求，公共

品从何谈起。 其次，历史上是否有过单一国家有效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 实证研究

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而不能从先入之见出发，主观武断地把这个充其量可以说是好坏

参半的世界或者归功为公共品到位，或者归咎为公共品缺失。 最后，当代世界的问题

究竟何在，什么样的公共品是真正需要的以及如何提供。 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８０％的情况下，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日显捉襟

见肘，意味着公共品的供给脱离了需求，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改革，已经

成为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１）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２）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３）全球发展失衡，难
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①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经济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

题即增长问题和治理问题，分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最后这个问题即发展或贫困问题，则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古老的问题，拥有长期的历史，
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帮助我们认识既往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所在以及我们应该

期待怎样的变革。 而且，第三个问题因涉及发展的目的这一根本理念问题，也与前两

个问题紧密相关。
由此，我们先提出一个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替代概念———“伊斯特利悲剧”。

伊斯特利在其著作中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 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

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 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
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② 从更一般的意义

上看，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无疑都被认为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
然而，由此导致的发展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涓流效应，做大的蛋糕如何在国家间和一国

内均等分享，总体而言，在国际和国家层面都远远没有破题。
正是由于伊斯特利这个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反叛者，敢于像小孩子一样指出国王

其实没有穿衣服，所以我们把全球公共品供给传统模式下世界性贫困普遍而顽固的存

在，作为比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具有针对性的全球治理议题，并称之为伊斯特利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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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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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威廉·伊斯特利著，崔新钰译：《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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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演讲中引用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楠（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的一句话：

“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①可见，穷人的贫

困与治理模式的贫困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后者表现为“无知、迷信和偏见”。 因此，

从“陷阱”命题转向“悲剧”命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认识

传统全球治理模式特别是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从而找准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

原因和有效解决的出路。

中国近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一个同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成功经验。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 ９􀆰 ７％的实际增长率，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总量和人均 ＧＤＰ 水平分别增长了 ２９ 倍和 ２０ 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

平提高了 １６ 倍，从整个期间平均来看，与劳动生产率（以劳均 ＧＤＰ 衡量，其间提高了

１６．７倍）总体上实现了同步。 从全球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历程，

把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提升为理论层面的中国智慧，揭示中国方案的全球意义，可以

作为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伊斯特利悲剧的正面回答。 本文拟在这个目标下做一次

初步并且可能是粗浅的尝试。

二　 何种全球公共品？

关于全球公共品的需求以及单一霸权国家作为提供者这个话题，只有在以下条件

下才是有意义的。 第一是全球化的形成。 虽然全球化出现的时间可以无限追溯，但

是，一般认为至少是在 １５ 世纪到 １７ 世纪，以欧洲人的船队普遍出现在世界海域为特

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全球化才成为现象级的事物。 第二是工业革命的发生。 自古以

来，许多民族都有过扩张甚至开辟殖民地的行为，只有在生产力取得实质提高的时代，

普遍性的海外探险、开发以及拓展殖民统治才具有了全球性质。 第三是某一单个国家

能够在诸如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方面以及文化影响和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

具有唯一或统治性的世界影响力。 当然，这种影响力又是与具有霸主国家地位彼此促

进和相互强化的。

所以，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地域规模显然都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是否成为霸主

国家或者丧失该地位的唯一标准。 如直到 １８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仍占世界的 １ ／ ３，清

帝国疆域也处于历史上最广阔的时期。 但是，从生产力发展、人均收入以及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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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衡量，中国显然离霸主国家地位相距甚远，而且自那之后愈行愈远。 此外，奥斯曼帝国

在地理上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块大陆，军事上具有挑战西欧国家的实力，文化上在

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皆具影响力。 但是，从其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看，１８２０

年土耳其的 ＧＤＰ 不到世界的 １％，人均 ＧＤＰ 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不具备充当霸

主的资格，甚至算得上是世界经济中的落伍者。

从作为工业革命的故乡、在世界上进行殖民统治的范围、ＧＤＰ 总量和人均水平等

条件（图 １），特别是结合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综合来看，英国至少在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就具有了唯一的世界霸主地位。 虽然安格斯·麦迪森（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

ｉｓｏｎ）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于 １８７０ 年之后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图 １—ａ），但是，如

果人均 ＧＤＰ 可以粗略地表示国家富裕程度、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的话，将其考虑在

内并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事后判断，美国具备能力取代英国成为唯一霸主国家的时间应

该迟至 ２０ 世纪初（图 １—ｂ）。 与此同时，英国的霸主地位却仍然保持到至少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时。

图 １　 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０—２７１ 页。
注：图 １—ａ 纵坐标采用的是对数格式。 另外，横坐标代表的年份区间不是等距的。

金德尔伯格把全球公共品主要界定在以下方面，即维护和平、维护开放的贸易体

系以及形成国际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和机制。 他仅仅在后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如为

了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他列举了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产权、国际货币和固定汇率

等公共品需求。 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综述了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讨

论，如在超国家层面形成类似于交通规则一样的制度体系，包括具有充分共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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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和决策程序等。 对于维护和平这种全球公共品，他并没有展开。① 金德尔伯格作

为经济学家，无论是为了突出主题还是有意扬长避短，强调一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

题，或许都情有可原。 然而，对于诸如国际范围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只字未提，却是一

个难以想象的遗漏。 很显然，金德尔伯格的视角受到了冷战时代的局限，并且把发展

中国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这提示我们，应该真正基于包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全球视角，认识所谓的全球公共

品供给问题。 由此出发，后文将按照金德尔伯格的关注程度，即略微提及的（和平问

题）和充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分别对国际公共品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将简

略地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分析英国和美国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世界性公共品，是以何

种方式提供的，对全球治理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至于被金德尔伯格完全忽略的贫困问

题，本文将在下一节专门进行讨论。
如果不是仅仅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通过殖民统治还是充当

世界宪兵，英美的霸权地位并未使其真正履行和平守护者的职能。 自从欧洲反法联军在

滑铁卢大败法国，拿破仑被终身流放圣赫勒拿岛之后，英国以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不断

扩张的殖民地以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逐渐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 但是，如果说英国的

牵头作用和震慑力量真的有利于和平，充其量可以说，与此前相比，欧洲内部的战争和冲突

减少了。 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发动了更多的以企图统治亚洲、美洲和非洲

为目的的战争。 根据学者归纳，在 １７８９—１９１７ 年爆发的较大规模战争中，有大约 ２／ ３ 发生

在欧洲之外，其中包括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② 这方面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英国于 １８４０
年和 １８５６ 年在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 １８５７ 年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战争。

关于欧洲的战争或者从欧洲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历史学家可以并且事实上

的确做出过多种反向事实假设（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③无论从这类分析得出的替代性后果

如何，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提供维护和平的公共品的方式，都足以拒绝战争可

以从根本上被避免的假设。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恰是在列强之间外争亚非殖民地，
内夺欧洲小国领土，以秘密协定和盟约进行外交斡旋不奏效的情况下爆发的典型的帝

国主义战争。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奉行的绥靖政策，固然与其一战后国际政治

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江河日下不无相关，但更是视共产主义为头号威胁、抑制苏联崛起

的强烈意图下的必然选择。 所以说，无论是就国际政治学者所期待的维护和平的全球

·９·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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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６， Ｎｏ．１， １９８６， ｐｐ．１－１３．

尼尔·弗格森著，喻春兰译：《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４—１１５ 页。
尼尔·弗格森著，颜筝译：《虚拟的历史》，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公共品实质和提供方式而言，还是就此类公共品潜在的提供者实际扮演的助纣为虐角

色而言，都不能证明存在着金德尔伯格陷阱。
战后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的确受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的主导，然而毋庸

置疑的是，无论战争抑或和平，虽然经常借联合国的名义，但只是体现美国及其盟友的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总体而言，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全球公共品，是以长期冷战的

方式“维护”世界和平，而事实上，美国发起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从动机上激

发了华沙公约组织的成立。 背后支撑这一格局的必然是军备竞争、核武器开发和外空

竞赛，同时也表现为各种局部战争频仍，终究是生灵涂炭。
冷战时期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两场实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分别耗时 ３ 年和

近 ２０ 年。 由于着眼于其在两大阵营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性质，不仅美国未予制止，反而成

为主要的交战方，甚至还怂恿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违背宪法向海外派兵。 这两

场战争在人的生命、经济民生、国际关系等方面付出巨大代价，何谈全球公共品。 至于无

论是以石油为动机还是以反恐为名，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等，均可定义为负公共品（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ｄｓ）。 正如伊斯特利所说：“新军事干涉与冷战时期

的军事干涉大致相同。 新帝国主义者与旧时代殖民者的幻想也别无二致。”①

例如，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自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已经持续 １６ 个年

头，既打不赢也剪不断。 其间经历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战争结束到暂缓撤军，及
至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职前的激烈批评，到任职后决定的深度介入和重新部署，既
说明了传统霸权观念不可能自动消失，也证明其不可能达到任何维护和平的效果。 好

莱坞影片《战争机器》中的一段画外音，形象地揭示了美国面临的这个矛盾境地：“啊，
美国！ 你是召之即来的主心骨，你是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善意的使者……当你在打一场

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时，你该怎么做？ 当然，你撤掉那个打不赢的家伙，让另一个家伙重

装上阵。 在 ２００９ 年，那场战争就是阿富汗，而那另一个家伙名叫格林。”②

这种服务于霸主国家防务利益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同样决定了英美两国在维

护世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公共品的供给及方式。③ 的确，在扩大海外贸易和倡导经济

自由主义（英国）和以跨国公司的方式实施经济扩张（美国）的过程中，英美两国不遗

余力地主导建立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全球治理机制，如英国推动建立了

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美国主导建立和运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行使了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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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第 ８ 页。
影片中的格林·麦克马洪四星上将，以美国前任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Ｓｔａｎ⁃

ｌｅｙ Ａ．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为原型。 该角色和原型皆因批评美国总统，在担任该职务整整一年后辞职。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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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制在促进两霸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作

用。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支持金德尔伯格陷阱假说。
首先，以往的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模式，未能有效维护世界经济

及各国经济的稳定。 例如，反复发生的国家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究竟根源何在，如何治

理甚至根除，迄今并未有公认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更谈不上存在任何关于单一国家

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可以予以防范的共识。 根据经济学家拉斯·特维德（Ｌａｒｓ Ｔｖｅｄｅ）
的总结，自 １５５７ 年哈布斯堡王朝几个国家发生第一次危机以来，到 ２００１ 年共有可称

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约 ４４５ 次。① 从发生的时间分布看（如图 ２），自 １７１６ 年约翰·劳

（Ｊｏｈｎ Ｌａｗ）借助奥尔良公爵把纸币概念在法国付诸实践后，经济危机即成为常态，发
生频率越来越密集，而并不存在与霸主国家在全球提供多少公共品或怎样提供之间的

联系。 不仅如此，图 ２ 中未显示的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恰恰滥觞于全

球公共品供给者：无论是从直接起源（次贷危机）来看，还是就其更深层的国内经济社

会矛盾（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来说，美国皆难辞其咎。②

其次，堪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公共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其战略理念和运转模式来说，本身就是许多国家决

策者和学者所诟病的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把这些机构称作“全球化机构”，对其进行了深

刻的批判。 一方面，它们没有给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带来所承诺的利益，如帮助穷人摆

脱贫困，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推动苏联模式国家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另一方

面，这些机构实施的公共品供给，本质上是使用各国纳税人的钱，由部长和央行行长在

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单一霸主国家的主导下进行决策，输出的是未必适用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政策。③ 这一批评观点曾几何时还被看作颇

为离经叛道，而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再次，如果说经济史上确曾有过霸主国家（就其经济体量和影响力而言）在全球

治理话语权上一国独大的时期，如今这已不再是事实。 换句话说，单一国家以一己之

力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例如，无论霸主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形成过程中主导作用多么大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有多么强势，目前，诸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本身的治理方式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各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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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历史、理论与投资现实》，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２９３ 页。
参见拉古拉迈·拉詹著，刘念等译：《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李杨、章添香译：《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图 ２　 历史上大规模金融危机发生频率

资料来源：拉斯·特维德：《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历史、理论与投资现实》，第 ２９３ 页。

合国组织，皆在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逐渐加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摆脱美国政

府的干预和干扰。 甚至以 １９９９ 年在西雅图爆发的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事件为标

志，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影响全球公共品的供给。 此外，彼此之间具有竞争

关系的国际机构和机制大量形成，作用不断扩大，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

二十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区域性开发银行以及无数区域性协

定和机制，都在提供全球公共品，自然也极大地分散了单一国家的权力。

最后，客观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

今后也很难再现。 我们来看世界经济总量的国家构成是如何变化的。 世界银行主要根

据总和生育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情况，把各国分别归入不同的组别。 根据各自可供利

用的人口红利潜力，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预期各组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① 图 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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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美国、中国、不包括美国的后人口红利国家、不包括中国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早

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和（主要是处在前人口红利阶段的）其他国家的 ＧＤＰ 规模及其

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和变化趋势。 从中可见，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虽然高

居榜首，且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但是，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２７􀆰 ５％降到了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１􀆰 ８％。 而且，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将

逐渐下降。① 未来世界经济总量构成将越来越多极化。

图 ３　 世界经济总量的分布及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三　 国家的贫困与治理模式的贫困

虽然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经济不稳定与不发达及贫困问题互为因果，但是，越来

越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一般列举的全球公共品的主要领域中，贫困问题具有比和

平和宏观经济更为深层的性质。 有些学者尝试把恐怖活动的发生情景与诸如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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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Ｒｏｓｓ Ｇａｒｎａｕｔ，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ｇ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ｅ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５５－７３。



入、增长表现、人口特征、不均等状况、全球化参与程度、经济自由化程度、社会发展和

国际援助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拒绝了经济不发达（或贫困）状况导致恐怖活动的假

说。① 其实，恐怖主义活动和冲突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深度和宏观广度

的大命题，而不是可以在微观分析的层面，通过回归一些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就能做

出定论的。 就连深陷这种困境之中的前美国总统们也不得不承认：“极度贫穷的社会

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最理想的温床。”②即便不是从作为直接诱因而是提供

“温床”的角度，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治理全球贫困是比维护和平和国际宏观经济治理

更紧迫和更根本的全球公共品。
需要开宗明义的是，在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确切地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包

括英国和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皆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无论何时何地，贫困无所不

在。 而正是工业革命，使英国和欧洲大陆以及随后的新大陆等地区得到迅猛发展，与
此同时出现了著名的“大分流”，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新的贫困恶性循环。 所以，至
今杜之不绝的亚非拉地区的持续贫困，当年正是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在世界范围扩

充殖民地的历史源自同一家铸币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换句话说，当年英国对殖民

地国家乃至其他贫困国家负有责任，其援助出发点和实施手段也必然与其殖民统治相

容相兼，因为对统治者来说，受援助的对象“半是魔鬼，半是孩童”。③

如果说英国为主导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就其模式和减贫效果来说乏善可陈的话，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很长时间里是在冷战格局下实施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
确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高的优先序。 然而，无论是作为冷战思想指南的杜

鲁门主义，还是与之异曲同工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铸剑为

犁”之举———从国防部部长转任世界银行行长，终究不能在减少贫困上面真正有所作

为。④ 伊斯特利认为，之所以产生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的失败悲剧，是由于西方采取

的具有悠久传统的错误援助方法。 下文中，我们列举若干普遍观察到的这类方法及其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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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Ｌｕｅｃｈｉｎｇｅｒ， “Ｌｏｃｋ，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ｅｌ：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Ｖｏｌ．１４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３５－２６１．

此为奥巴马语（其前任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 引自“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ｃｕｓ： Ｅｘｐｌｏｄｉｎｇ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０， ｐ．１３０。

这是殖民时代英国诗人吉卜林《白人的负担》中的句子。 参见 Ｒｕｄｙａｒｄ Ｋｉ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Ｂｕｒ⁃
ｄｅｎ， １８９９，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ｅｄｕ ／ ｈａｌｓａｌｌ ／ ｍｏｄ ／ ｋｉｐｌｉｎｇ． ａｓｐ，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
事实上，如今美国仍然以反恐之名进行战争，保持巨额军费开支。 正如萨克斯指出的那样，忽视极端贫

困地区的不稳定，任由其成为动乱、暴力甚至全球恐怖主义的天堂，其军费开支终究不能买来和平。 参见杰弗

里·萨克斯著，邹光译：《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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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顾援助对象的现实国情，一厢情愿地推行由陌生人———西方专家们炮制

出来的减贫计划。 这里之所以强调国情这个概念，并非只是质疑这种援助是否为特定

国家所真正需要，更是旨在指出，这些国家的现实决定了这样的大计划很少能够真正

落地，援助者把穷人需要的东西真正送到其手中的意图常常落空。 然而，这种做法至

今仍然大行其道。 例如，伊斯特利批评的对象，就包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千年

项目等国际反贫困项目的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 后者在《贫穷的终

结》一书中仍然沿用并扩展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贫困陷阱” （亦称“贫困的恶性循

环”）假说，试图为穷国制订实施一个无所不包的一揽子大计划，而不顾这种全方位计

划是否符合特定受援国家的具体国情。①

这种被伊斯特利称为大推动的计划，不禁让人联想到萨克斯曾经在拉丁美洲、俄

罗斯和中东欧等地区推行过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方案，亦称“休克疗法”。 受身为儿

科医生的妻子的启发，萨克斯比较喜欢借用医学的术语甚至方法论，去解决经济转轨

和贫困问题。 例如，他在领导反贫困项目中创造了所谓“临床经济学（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并依此开出了治愈全球贫困顽疾的处方。 然而，消除贫困终究不是医学意

义上的救死扶伤，不能过分依靠甚至经验证明主要不能依靠“医生”。 况且，即便我们

一定要借助医学道理来说明贫困问题，疗效最终也要取决于病人自身机体做出反应和

进行调适。 事实是，萨克斯信誓旦旦宣称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消除极端贫困”预言

以及他主持的最引人瞩目也是最烧钱的非洲示范项目，皆未被证明卓有成效，反而引

起极为广泛的质疑和批评。②

第二，或许是在认识到援助不能代替受援国进入发展轨道的努力，而特别是在看

到了穷国存在着与援助者期望不相符的体制机制障碍的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机构转而推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 典型的做法是对于受援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

贷款附加条件，要求借贷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的一揽子政策，即结构性调整

项目。 于是，扶贫的目标及其项目实施便与引导受援国家经济走上以“华盛顿共识”

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合二为一。 这种做法在几十年实践中广受诟病，结果往往是

侵害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严重债务问题；推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入个人手

中，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实施财政紧缩往往以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保护项目为代

价。 事实表明，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

第三，与实施大规模援助还是强加于人的结构性调整这个旷日持久的循环往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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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２００７ 年版。
Ｐａｕｌ Ｓｔａｒｏｂｉｎ， “Ｄｏｅｓ Ｉｔ Ｔａｋｅ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２０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９２－９７．



样，对于援助项目究竟是应该由援助者控制，还是由本国政府或精英控制这样的问题，

实践中也是纠缠不休，认识上反反复复。① 而无论是援助国、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慈

善组织，似乎都忘记了可持续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发展的主体是包括工人、

农民和企业家在内的本国人民。 后者摆脱贫困、走上发展轨道的热切希望、强烈动机

和创造精神在援助计划和项目中被严重忽略。 从根本上说，吉卜林式殖民主义者的傲

慢依然在支配着此类行动。

把贫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时，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像萨克斯一样，归纳若干具有

共识的关于贫困的诱因，如各种制度弊端抑制经营自主权和劳动积极性，妨碍生产要

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与配置，又如不利的资源和生态条件或地理位置

以及孱弱的政府治理能力等；另一方面，正如托尔斯泰（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ｙ）所说：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对于国家、区域、社区、家庭和个人来说，贫困永远是具体的和个案的，

由独特的诸种因素或其组合所造成。 因此，不能期望在万里之外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

成就出来的专家、项目官员和慈善活动者能够识别、理解从而解决特殊问题。 越俎代

庖谈不上是公共品，指手画脚则容易成为霸权行径。

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是千千万万实际处于贫困中的本国人民。 任何发展战

略或援助项目，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凭借他们的参与，才可能转化为行动并预期成

功。 外来者充其量可以针对特定需求提供可替代的、却绝非强加于人的选项作为参

考，最终效果必须通过立足本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发展绩效予以检验。 总而言之，

在旨在消除全球贫困的国际行动中，始终沿袭的传统理念和方案，是坚信用一把（在

发达国家打造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贫穷国家的）千万把锁。 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

根本性错误，导致伊斯特利悲剧持续上演。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３ 年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

的比重高达 ８３􀆰 ６％。 以 ２０１１ 年不变国际美元计算，全世界每人每天收入不足 １􀆰 ９ 美

元的人口几乎全部生活在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１０􀆰 ６７％。 虽然全球贫困发生率在

１９８１ 年的 ４１􀆰 ９１％基础上已经显著改善，但是，在占全世界人口 ８􀆰 ４％、绝对人数超过 ６

亿的低收入国家，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 ４６􀆰 １７％。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对全球很多

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 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

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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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Ｆａｄ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Ｇｏｏｄ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ｐｐ．５０－５２．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

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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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方案

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早在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 ＧＤＰ 总量

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购买力平价的统计方法有待商榷，按照

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 ２０１６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为 １１􀆰 ２ 万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１４􀆰 ８％；美国经济总量为 １８􀆰 ６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 ２４􀆰 ６％。 由

于美国总体上处于稳态增长状况，可以假设其未来增长率在 ２％到 ３％之间。 而中国

处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潜在增长能力将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中。① 根据两种假设来

预测 ＧＤＰ 的潜在增长率，预计中国经济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超过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超

过 ２３％。 从人均 ＧＤＰ 来看，虽然预期在 ２０２２ 年前后跨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

国家的划分门槛，但是，中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至少也要到 ２１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赶上美国的水平尚难以确定时间表。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总量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稳居全球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 ７％提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 ８％，人均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率从

１０􀆰 ４％提高到 ７４􀆰 ９％。 中国绝非国际政治学中讨论的那种单一霸主国家，今后也不准

备谋求这个地位。 然而，中国愿意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做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 １９７９ 年，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向来访的日本客人解释小康社会时就指出：有了这个

（经济）总量，就可以做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也可以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

献。② 在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这句话被正式表述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

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③

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不认同

“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④ 他同时也指出，中
国要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帮助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加快发展以及为世界应对各种人类挑战的努力中，中国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

定为一尊，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而是立足于找准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

·７１·

􀪇􀪇􀪇􀪇􀪇􀪇􀪇􀪇􀪇􀪇􀪇􀪇􀪇􀪇􀪇􀪇􀪇􀪇􀪇􀪇􀪇􀪇􀪇􀪇􀪇􀪇􀪇􀪇􀪇􀪇􀪇􀪇􀪇􀪇􀪇􀪇􀪇􀪇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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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瑞、益蕾：《回忆 ７０ 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会见大平正芳———王效贤访谈录》，载《党的文献》，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２０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纪念大

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

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

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开放战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

在过去的近 ４０ 年里，中国在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

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等众多领域推进改革，逐渐拆除了计划经济时期阻

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

到更迅速的积累和更有效率的配置。 这就意味着，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有

要素投入的驱动，也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 一些海外学者之所以屡试屡败却坚

持唱衰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

用。① 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支撑的。② 笔者的估算显示，在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劳动

生产率提高的 １６􀆰 ７ 倍中，５５􀆰 １％来自三个产业的贡献，４４􀆰 ９％来自产业结构调整效

应。③ 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就业更加充分和劳动力的更有效配置。

在城乡就业总规模从 １９７８ 年 ４􀆰 ０２ 亿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７５ 亿的同一时期，农业劳动力

比重从 ６９􀆰 ６％下降到 １８􀆰 ３％。④ 而就业的扩大意味着广大城乡居民得以亲身参与改

革开放和发展过程，并均等地分享了取得的成果。

中国故事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区性的。 由于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

进程具有区域上的梯度性，一定时期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有所差别。

解决的方式是把早期在经济特区，随后在更广泛的沿海地区形成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

和分享的经验，创造性地复制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即在把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到中西

部地区的同时，针对这些省份人力资本欠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经济发

展速度的问题，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开发战略，随后又启动中部崛起

战略，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落实在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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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Ｎｏ．６，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２２０－１２６１； 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Ｈｉｔ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ｌ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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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上。 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迄今取得明显效果，改善了中西部地

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投资和发

展环境显著改善，良好地调动了这些地区劳动者、创业者和企业家参与地区发展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
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进入崭

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劳动力持续短缺，
并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迅速上涨。 第二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表现为增速早已逐

渐放缓的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最终于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人口因素相应地全面转

向不利于经济增长。① 这种转折点效应率先表现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制

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既往的速度。 如果完全以国外发展经验为

依据，即遵循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将导致产

业大规模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②

然而，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显现，并且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特点，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体之

间的雁阵模式变成了中国的国内版。③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中西部省份的工业投资领先增长，促进了这些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 例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明显超过东部地区。 这

不仅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显著提高，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

献加大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年份延缓了数年。 从 ２０１６ 年分

省 ＧＤＰ 增长率看，西部有半数省份增长速度在全国中位数及以上，对中国保持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与分享的成功故事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和试验区先行先试，

继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条件重演沿海地区发展奇迹的有益经验，
可以通过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方面最具

有引领意义的战略框架和行动纲领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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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

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 从更大的历史深度上，这个符号隐含了对于传统西方中心

论的否定，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 从更广

的历史视野上，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如何打破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品供给

的内容及模式，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

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Ｐｅｔｅｒ Ｆｒａｎｋｏｐａｎ）用 ２４ 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形容古

老的丝绸之路，如既表现为变革之路、和谐之路、重生之路、黄金之路，又出现过奴隶之

路、帝国之路、冷战之路、霸权之路等。① “一带一路”则完全着眼于发展与沿线国家及

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既体现

了全球化的内涵，同时着眼于内外联动，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

展投资和贸易关系，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模式的国内版与国际版相衔接。 由于沿线国

家和相关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举措也是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

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固然，每个国家最终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终究需要立足于国情，依靠内在的决

心和努力，消除现存发展动力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各种障碍。 如果说外部人能够做什么

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否称其为全球公共品），那么无疑就是提供有益的知识，包括曾

经在其他环境下取得过成功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必要帮助以及容易入手和见效的市场投资机会。 “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同各

国自身需要和努力并行不悖的共建共享倡议。

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 麦肯锡

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投资不足的趋势，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期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缺口可达 １１％，其中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而如果考虑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要求（即意味着更多考虑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到 ２０３０ 年累计投资

缺口可达 １ ／ ３。② 在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存在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

施薄弱的瓶颈问题，长期制约投资效率和产业发展，也使许多国家不能充分享受经济

全球化红利。 中国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

机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合作，可以像西部开发战略所显示

的那样，预期大幅度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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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ｏｅｔｚｅｌ， ｅｔ 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ａｐｓ，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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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促进产业转移，帮助相关国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 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诸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低，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

长，因而拥有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潜在的人口红利收获期。 例如，根据人口特

征指标判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最近仍在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

家和地区有 ６２ 个，而未来将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和地区有 ３７ 个，两者合计占

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总数（１９２ 个）的 ５１％。① 只要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得到显著改

善，在中国等国家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便可以转移到那里，通过推动工业化

和扩大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发展，同时，使这些国家分享经

济全球化的红利。
最后，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既为经济合作夯实社会根基，又有助

于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可持续。 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和扶贫战略的经验表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及相关国家在青

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以及科技、文化、教
育和卫生交流、智库交流等诸多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合作，提高当地的治理能力，改善人

力资本禀赋，使这些国家能够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把基础设施

建设和产业投资带来的增长契机转化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能力。

五　 结语

每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都是自身艰辛探索的结果，无不由失败与成功共同构成，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处于失败多于成功或成功大于失败的状况。 因此，传统

意义上体现英国殖民主义理念或者美国例外论（实际上，无论是孤立主义态度还是霸

权主义行径皆出于此）的单一霸主现象，撇开其并未为提高全球人类福祉履行好全球

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不说，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终究是短暂的现象。② 而且，当今

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一国独霸或少数独尊的公共品供给者。 垄断国际事务的想

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③ 相反，全球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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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英国直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美国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才分别从实施严苛的贸易保护主

义转向倡导贸易自由化。 而随着英国退欧和美国特朗普执政后的政策转向，这两个国家也已不再被看作捍卫自

由贸易的旗手。 所以，它们曾经声称的全球公共品内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是短暂的。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纪念大

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 年版。



供给，是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和远近的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而每一个具体的国家从

特定公共品上获益或多或少，又在诸如经济能力、文化影响、国际网络等方面分别具有

比较优势，因而承担责任可以有所差别或有所分工。

诸多来自西方的当事人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和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如越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对美国错误发动越战的忏悔，长期

执掌美联储的艾伦·格林斯潘（Ａｌ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对过分相信自由市场功能和金融机

构自律的反省，作为“内部人”的斯蒂格利茨对布雷顿森林机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

批判以及伊斯特利以世界银行反叛者身份对于全球反贫困方式的质疑。 但是，西方学

术界、舆论界和决策圈显然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理念，即单一或少数霸主国家履行全

球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 这就是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的背景和含义所在。

世界秩序终究要在乱与治的对立统一中实现和谐，全球事务从一国独霸到全球共治的

转型也必然经历破与立的长期摩擦。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放下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着眼于共同破解伊斯特利

悲剧。 １９８１—２０１３ 年，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 １􀆰 ９ 国际美元（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的人口，从 １８􀆰 ９３ 亿减少为 ７􀆰 ６６ 亿，同期中国从 ８􀆰 ７８ 亿减少为 ２５１７ 万，这

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 ７５􀆰 ７％。 对于全球贫困做出这一中国贡献，一方

面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同时也在于中国实施了针对区

域贫困的扶贫战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经济稳

定发展的推动者，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面对全球

贫困这一长期攻而不克的难题，中国最有资格也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以自己的经验、

智慧和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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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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